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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文】 

“联结”与“断裂”： 

藏族与撒拉族之间的“许乎”、“达尼希”关系及其变迁研究
1
 

旦正才旦1 

〔摘要〕“经济交往”是青海循化地区藏族与撒拉族族际交往的主线，二者间的经济交往通常借

其成员的“许乎”、“达尼希”（好朋友、熟识者）关系网络来展开，基于经济交往的需要也成为

了这一特殊跨族群人际关系网络形成的主要机制。在传统时期，“许乎”、“奥西”关系广泛分布

于循化藏族与撒拉族的各社区当中，“许乎”、“达尼希”之间不但展开商业性交往，还展开具有

“情谊”成分的非商业性交往。然而，随着社会转型的到来，以及“许乎”、“达尼希”关系赖以

存在的机制和社会条件的变化，今循化地区撒拉族与藏族之间的“许乎”、“达尼希”关系网络基

本上已“断裂”。文章就这一演变的社会逻辑及过程进行了讨论和分析。 

〔关键词〕藏族；撒拉族；许乎；达尼希；奥西；断裂 

 

循化撒拉族自治县位于青海省东部，该县人口主要属于四个民族，即撒拉族、藏族、回族、

汉族，多元文化之共存和多种生产方式之间的互补，成为各民族社会经济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

分。在传统上，由于循化地区藏族与撒拉族生产方式之差异——藏族从事农牧业，而撒拉族主要

从事农业，兼营商业，互相之间的经济互补与资源交换成为了二者满足社会生活需要的主要方式，

加之藏族和撒拉族又居于相对封闭的、相近距离的生活空间中，二者之间自然形成了某种生活资

源交换的天然系统。这为二者的交往和关系的发展创造了很大的可能性，文章试图讨论的“许乎”、

“达尼希”人际关系网络也是在这个背景下生成，是撒拉族与藏族经济交往在个体层面的具体实

践和体现。对于循化地区藏族与撒拉族之间的“许乎”、“达尼希”关系，以往的族际关系研究中

略有关注（马伟，1996；朱和双、谢佐，2004；赵春晖，2006），但这些研究未对此进行详细、

全面的分析。马成俊教授“‘许乎’与‘达尼希’：撒拉族与藏族关系研究”一文，专门围绕撒拉

族与藏族之间的“许乎”、“达尼希”关系，就相关几个关键词汇的解释、几个地区“许乎”之间

的交往状况予以叙述，并借以撒拉族与藏族之间的“许乎”关系，对戈登的族群关系变量提出了

质疑（马成俊，2012），其成果为藏族与撒拉族“许乎”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同时为本研究提供

了重要参考。但是，藏撒个体间的“许乎”关系的形成并维持之社会机制、关系网络的形态及空

间分布，特别是其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发生的变迁等等方面，尚留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本文紧紧

围绕这些问题，用社会学的视野和口述访谈资料展开了论述。 

 

一、“许乎”、“奥西”与“达尼希”的概念解释 

 

藏族与撒拉族民间创造了几个指称民族成员之间的交往关系的重要概念——“许乎”、“奥

                                                        
1 本文刊载于《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8 年第 2 期，第 10-2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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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达尼希”等。“许乎”、“奥西”（ཤག་པོ། ངོ་ཤེས།）属于藏语安多方言，而“达尼希”则属于撒拉

语。仅从字面上对这些概念解释，“许乎”2之“许”为“住宿”的意思，而后加“乎”为“住宿

的人”，在安多方言中通常被理解为“朋友”之意。而“奥西”是指一般相识的人，打过一两次

交道的人，或是稍有交际的人，都可以称为“奥西”。撒拉语中的“达尼希”意即“熟人”或认

识的人，与藏语的“奥西”没有太大差别。藏族与撒拉族成员之间的这些人际关系指称及其应用

之差异，仅从字面上解释，我们很难全面地理解，应该要在广泛的实证研究基础上，放置藏撒族

际交往的实际社会情境当中，从人们的社会生活逻辑出发予以理解和解释。3虽然从字面上看，

“奥西”、“达尼希”（熟人）与“许乎”（朋友）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但是，在实际的调查中发

现，几乎所有的受访者认为，这些称呼在内涵上没有差异，或者说，他们以相同的含义使用之，

只是属于不同的称法而已。也就是说没有一般的学者从字面上理解的那种不同称呼所表达出来的

关系亲密程度的差异。有个别受访老人猜测，这些称呼可能是每个时期的不同用词。对于这个观

点，笔者尚不能做出一个语言学角度的深入分析。尽管如此，“许乎”、“奥西”、“达尼希”所指

称的对象上有一定的差异，也就是指对于不同的民族成员，这些称呼的使用范围是不一样的。一

般而言，“许乎”的用法只限于藏族与撒拉族成员之间（循化内部），对其他民族如汉族和回族成

员，则不用“许乎”这个指称。从不同民族成员的交往角度看来，“许乎”是藏族和撒拉族个体

之间朋友关系的特指。而“奥西”一词的用法与“许乎”不尽相同，藏族内部（一般牧区藏族与

农区藏族成员之间）4和藏撒成员之间、与其他民族成员之间都可以用“奥西”，其应用范围更加

的宽泛且普遍。“达尼希”则是撒拉族成员称呼藏族朋友时的用语，对其他民族成员也不用“达

尼希”一词，与藏族交往的时候，撒拉族一般用藏语的“许乎”、“奥西”。而“许乎”、“奥西”

与“达尼希”都有一个相同点，即皆用于指称与自己居住距离较远的他群成员之“朋友”、“熟人”

关系。 

藏族与撒拉族成员之间的这种“朋友”或“熟人”关系，并不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所理解的一

般意义上的“朋友”、“熟人”关系，它自有其特殊性。大部分“许乎”“达尼希”关系的维持和

发展，建立在数代人的交往关系基础之上，一般通过父传子、子传孙的形式传递而来的，双方的

交往有着相当的历史积淀，并且互相的交往中含有非常寻常的信任。从关系的来源上看，此种关

系是在撒拉族与藏族成员之间进行商业活动、经济交往的过程中形成的，若没有互相的经济交往

和商业交换，这种关系也难以形成。5由于这种关系的产生根源在于商业交换，其性质也只能属

于“贸易合作伙伴”的关系，其形式和内容都随着经济交往这一“轴线”的转变而转变。随着经

济交往的发展和商业活动的不断拓展，以及互相交往的进一步深入，部分许乎之间除了经济利益

上的商业性交往内容外，还有建立在“情谊”上的非商业性内容。这一点，更值得今天的人们去

认识和了解。 

 

                                                                                                                                                                       
1 作者为北京大学社会学硕士，中国藏学研究中心 社会经济研究所 实习研究员。 
2“许乎”关系并不是传统循化藏族与撒拉族关系中特有的现象，周边的多民族地区如尖扎县、化隆县、贵德县

的藏族和回族成员之间也有基于生产方式互补的这种关系，看来“许乎”或类似的关系是这些地方普遍存在的

人际关系现象。 
3 青海民族大学马成俊教授在其文章《“许乎”与“达尼希”：撒拉族与藏族关系研究》中，通过咨询两位青海藏

族学者对藏语中的“许乎”、“奥西”之含义进行了解释，但是此解释仅停留在学者的理解上，并未深入到概念

实践者的日常交往逻辑和其语境之中。 
4 传统农区的藏人之间、牧区的藏人之间或邻村、村内部的藏人之间的朋友关系一般用“桑撒”（关系好的人）

和“拿结”（誓友）两词来指称。这两词中，后者所表达的亲密度最为高。鉴于这些差异，我们能够知道，人

们根据与自己的亲密程度、远近距离的差异来指称不同的关系类型。“层级关系”的内涵在这些不同的称呼中

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5 这里是从整体的意义上讲的，个别成员之间的“朋友”关系并不一定跟商业活动有关系，如受访者中一位藏族

老人是在监狱里跟一个撒拉结“朋友”关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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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许乎”、“达尼希”关系的产生及其社会背景 

 

如前所言，藏族和撒拉族之间存在生产方式上的差异，各自拥有的生存资料也不尽相同，在

物产匮乏的传统时期，直接的物质交换成为了各自满足其基本生活需要（尤其从撒拉族角度而言）

的主要选择。从大的民族整体层面讲，有这种交往交换的“需要”，从小的个体层面讲同样具有

这个交往的“需要”，民族整体层面的大“需要”是由各个个体的小“需要”有机结合组成的。

在廓清因为生产方式的互补性而形成经济交往的背景后，我们重点探讨整体层面的经济交往之形

成原因、机制在个体交往的细节层面之体现，即微观的个体是在怎样的“需要”下进行的经济交

往，又在怎样的“压力”下必须借那种方式交往的问题。在传统的实物经济时期，循化地区各族

借个别作为交易的中间组织——“市场”（如集市）进行物质交换以外，1更多地选择以家庭和个

人直接参与的形式，交换互相需要的物质生活资料，藏族与撒拉族之间的交往情况更是如此。家

庭和个人的直接参与，使得交往过程中生产族际人际关系和加深双方交往密度变得更加容易，藏

族和撒拉族成员之间普遍存在的“许乎”、“达尼希”关系，恰恰是在这个过程中建立并生成的。

这一族际间形成的特定社会关系网络，不但完成生活资源的顺利互补，还推进两族成员在其他层

面的交往。对于“许乎”、“达尼希”关系的形成原因方面，在本研究受访者2口述中可得到如下

的解释： 

①这个关系主要是因‘牛羊的买卖’而产生的，从过去到现在，一直就有这个关系。这

个关系为何要产生呢？一我们要卖牛羊，只能卖给撒拉屠夫，牧民的东西只能流向他们，只

因为这个需要，双方的关系挺密切的。如果关系不好，那我们的牛羊不能卖嘛，不能卖了那

就意味着我们生活收入的降低，我们很难过下去了嘛！……主要是做牛羊的买卖、交换奶制

品与水果、蔬菜这样的过程中形成的。比如说，我们做了牛羊的买卖，他会说这次没带钱，

让我下次到他家拿，过段时间我们到他们家拿钱、借住，就这样慢慢形成的。（第 3 号受访

者，57 岁，岗察藏族，牧民） 

②这是由于‘需要’而产生的。自己交通不方便，要去另一个地方需要用一定的时间，

做买卖的话，更有可能在藏地借宿、吃饭，所以因‘需要’而与藏人交朋友，同时也给你一

定的经济利益，比如说，来卖洋葱的话，少量的洋葱作为礼物他会给你的。藏人往下去的话，

也给你安排住宿、吃饭。就这样，建立好互相之间的关系，最终的目的是为顺利完成自己的

事情而创造便利。以前，没有汽车之类的，你要来藏地可能需要用两三天的时间，有时下午

才到这里的话，晚上你一定借宿，后一天继续做生意，把一个家户当其‘小根据地’，通过

这户家，他可以认识更多的家庭，不断开拓商业关系来展开他的生意。所以，只有在这种需

要下才互相交往，但不存在像通婚这样的其他关系，双方都是为了这个‘需要’。（第 1 号受

访者，42 岁，藏族，教师） 

上述对藏撒“许乎”、“达尼希”关系产生的主因，我们可以归结为两种：1、作为交往前提

的生产生活之需要；2、作为交往条件的交通等公共服务设施之不完善。从生活需要方面讲，以

放牧或半农半牧为生计的藏族，虽然自己生产以牛羊为主的畜产品，但是由于宗教观念（牛羊屠

宰属杀生行为）的约束和压力之下，除了满足基本的生活需求以外，参与以追求商业利润为目的

的牛羊买卖和牛羊销售，一直到牛羊屠宰的商业活动在人们的宗教伦理、道德观念上不能接受的，

                                                        
1 如在《撒拉族简史》中所述：“在经济方面，各族间物资交流、互通有无的关系很密切。循化撒拉族不足的粮

食、柴草需要道帏、文都藏族农业区和化隆的回民供应，而藏族需要的蔬菜、果品、茶、布、工具等则由撒拉

族和别族转运过去，并将藏族牧业区的羊毛等畜产品转运外地。……由于各民族间经济上的密切关系，在循化

地区出现了白庄、街子、城关镇三个集市”（《撒拉族简史》编写组，1982:77-78）。 
2 此研究受访者有 80 位，藏族有 65 位，撒拉族有 15 位，笔者根据访谈时间顺序，给每个受访者编为 1-80 号，

并在口述引用处附有其基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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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也缺失了在自己的地方上发展此类产业的空间和余地。这一产业上的空缺恰恰由当地的撒拉

族、回族为主的穆斯林群体所能够填补。因此，藏族要把自己的畜产品卖出去，以增加生活收入，

必须要依靠撒拉族，撒拉族亦同样通过它展开其商业活动，这样藏族和撒拉族在产业上发生了非

常紧密的关系。另一方向上的“需要”是这样产生，即撒拉族自古以来，擅长于培植各种瓜果蔬

菜的园艺业，也具备发展园艺业的地理气候条件和产业文化，清龚景瀚的《循化志》对此有较详

细的描述（龚景瀚，1981:294）。而藏族缺乏适宜于发展园艺业的地理气候条件，最重要的不具

种植蔬菜瓜果等的文化和生活习惯，导致了其副食（水果、蔬菜等）来源必须依靠当地的撒拉族，

而撒拉族相比于藏族缺乏粮食、肉类等主食，由此就产生了双方生活食物来源上互相弥补的需要。 

“许乎”、“达尼希”关系产生的第二重要因素是交通等公共服务设施的缺乏，这一因素，是

在上述第一因素的前提下才会发生作用。当时的交通条件相比于今天相当简陋，也没有像今天的

旅社、宾馆、餐馆等住宿、餐饮服务设施，所以，撒拉族成员来藏地用蔬菜、水果等换取藏族的

粮食、燃料时，只能靠人力、蓄力进行交易，同时在交易的过程中，又需花很多时间，只能在藏

地停留几天或更长的时间，那么依靠藏族的住宿服务、食物提供来完成这些交易是自然而然的事

情。同理，藏族成员去撒拉地区的街子、白庄镇等小集市卖燃料、畜产品的途中也需要依靠撒拉

族在这些方面的服务提供。1如此，拉近了藏撒成员交往的空间距离和延长了二者交往的时间，

这直接将催生双方通过建立“许乎”、“达尼希”关系网络来为自己生活目的之实现创造便利的必

要。鉴于此，我们可以说，传统的藏族和撒拉族成员之间普遍建立的社会关系网络——“许乎”、

“达尼希”关系，是由当时的经济交往赖以存在的社会条件所框定的，因为人们经济生活水平、

市场发展的形态以及公共服务设施等组成的社会经济条件的“不完善性”或“局限性”（相比于

现在），导致了参与资源互补的藏撒个体必须借对方的生活服务提供来实现交易目的，没有对方

的生活服务提供，互相的经济交往乃寸步难行，各自生活需要将难以满足，双方的正式和非正式

的关系亦将难以生产。这就是“许乎”、“达尼希”关系产生的社会机制。由此，我们又被引向另

一个问题：当这些社会条件一旦发生改变，藏撒成员之间的传统“许乎”、“达尼希”关系网络也

将随之发生改变。关于此内容，笔者将在下文中予以详述。 

 

三、“许乎”、“达尼希”关系网络的分布 

 

族际关系研究经典作家戈登提出的衡量和分析族际关系的变量组中，个体之间的结交被视为

“社会结构的同化”变量的重要内容（戈登，1964）。笔者认为，藏族和撒拉族成员之间结交的

“许乎”、“达尼希”关系数量，同样可以被视为衡量传统藏撒族际交往状态的一个重要变量。通

过“许乎”、“达尼希”关系数量，我们可以了解二者成员之间形成的人际关系网络的规模、分布

及密度。为了探究这一问题，笔者在访谈提纲中专门设计了相关问题并在调查中搜集到所有藏族

与撒拉族受访者或其家庭拥有的“许乎”数量的数据（表 1）。据表 1 所示，在笔者的 80 个撒拉

族与藏族受访人中，有 5 人没有提供相关的信息。在藏族受访者中，有 8 人在他们的记忆中自己

或家庭没有撒拉“许乎”，除此之外的其他 67 人藏族与撒拉族受访者及其家庭（占总体的 84%），

都曾经或多或少有经常性交往抑或关系比较好的“许乎”。通过这结果以及老人们对自己所处社

区内人们的交际情况（撒成员之间的）的介绍，2我们可以确定，当时藏族和撒拉族成员之间结

                                                        
1 如第 53 号受访者（79 岁，尕楞藏族，农民）谈与撒拉奥西的交往时讲：“从我爸时候就有这个来往嘛，此外，

我们当时去下面，没有自行车、汽车等，有匹骡子骑那算不错的了，所以晚上回不来就待在奥西家休息、吃饭

什么的呗。我自己经常要把干草送到街子市场上去卖，所以待在奥西家的次数较多。” 
2 第 51 号（72 岁，尕楞藏族，农民）受访者介绍，当时在尕楞洛哇村基本上每户都有撒拉奥西。又据第 60 号受

访者（65 岁，阿玛岔藏族，农民）讲：“其他家庭也有的，不过，因各户的经济条件有差异，结交奥西的数量

也是不一样的，所以不能说所有阿玛岔家庭都有同样多的奥西，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每户都有相当数量的撒拉

奥西。因为一年四季大家都需要互相交往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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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许乎”、“达尼希”关系并非是一个个别的现象，而是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这一普遍现象是

与频繁的经济交往相伴而生的。有“许乎”关系的 67 人中，“许乎”关系数量在 5-10（含 5）的

有 14 人；数量在 10-15（含 10）的有 9 人；在 30-40 的和在 60-75 的各有 1 人；而不能给出确切

的数字，表示有“许多、太多、数不清、上百”的有 15 人；五者加起来共有 40 人，占有“许乎”

受访者总数的 60%，也就是超于半数的受访者至少每人或每户曾经有过 5 个“许乎”，其中有的

甚至超过 100 个。这些结果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表明，当时因经济交往而产生的藏族和撒拉族成员

之间的人际关系网络之密度是较高的。1从受访者民族身份差异的角度看，我们还可以发现，藏

族受访者曾经拥有的“许乎”数量和撒拉族成员拥有数量2之间存在较为明显的差距，平均而言

撒拉族受访者（个人或其家庭）拥有的“许乎”数量多而藏族的少，这从撒拉族善于从商和其人

员流动性很高的特征中能够获得解释。此外，在实地调查中，对笔者印象较深的是，一般在农区

的藏族中，有放牧经历的家庭或个人所拥有的“撒拉许乎”明显多于无放牧经历的家庭或个人。

这进一步说明了个体之间经济互补的特征越显著，互相之间结交“许乎”、“达尼希”的可能性就

越大，这又是一个民族性的经济互补或相互“需要性”在微观个体上表现出来的重要例证。 

表 1  藏族和撒拉族受访者曾经拥有的“许乎”数量3 

 

据调查发现，藏族和撒拉族成员之间的“许乎”、“达尼希”关系网络的拓展，除了受循化

地区内部资源分布差异的影响以外，还受到空间距离的影响。一般而言，社区距离较近的民族成

员之间结交“许乎”、“达尼希”关系的现象较多，并且交往密度亦较高，尤其是民族社区之间具

有特殊交往的个体之间的“许乎”结交情况更是如此（如白庄镇赛强藏族与科哇撒拉族之间），

                                                        
1 有一个撒拉族受访老人（第 17 号受访者，72 岁，果什滩撒拉族，农商兼营）讲：“到拉雄全都是我的奥西，到

拉龙哇全都是我的奥西。我对本村人的认识程度远远差于对拉龙哇人的认识，甚至拉龙哇小孩们的名字我都能

叫出来。现在老了，我不怎么能去了，上次去了一趟，他们说怎么不来拉龙哇啊，然后我应道：现在都老了，

不能过去了呀，人变老了，做生意的时间也过了，在没有必要上来啊，只是有时特别想念拉龙哇就回来看看呗。

我这样回应后他们还挺高兴的。 
2 虽然本研究中撒拉族的样本量相对较少，但根据当时的社会情境和其生产方式特征，这样的估计基本上能够成

立的。 
3 在此需要做几点说明：1、这里的带圈的数字为本研究受访者序号（15 个带框的括号（【】）代表 15 位撒拉族受

访人），是按照访谈时间的前后顺序排列的。而序号正下方空格内的数字为被访者所拥有的“许乎”、“达尼希”

数量。大多数受访者能够提供相对确切的数字，但部分受访者不能给出具体的数量，所以有了空格中的“数不

清、太多”等形容量多的词；2、被访者提供的数字，是跟他家有一定往来、关系比较好的“许乎”数量，而

其他的如认识者没有包括在这里面，而且部分受访者提供的数据是估计值；3、这里的数字，是他家曾经拥有

的“许乎”数量的最大值，所以有可能是一代人的“许乎”数量，也有可能是几代人累计下来的“许乎”数量。 

○1  ○2  ○3  ○4  ○5  ○6  ○7  ○8  ○9  ○10  

1 2-3 3-4 5-6 4 0 2-3 4-5 10 10-15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3 3 0 14 60-75 7-8 数不清 14 4 ——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4 2-3 0 0 1 1 3-4 —— 2 3-4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8-9 8-9 3-4 12-13 2 3-4 有很多 0 1 ——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4 2 1 1-2 0 有许多 5-6 有很多 有很多 ——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4-5 太多 14-15 7 有许多 1 14-16 有一些 挺多的 上百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8-10 4-5 0 数不完 1 4 4 0 5 10-15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 11 30-40 数不完 数不完 9 数不完 5-6 有很多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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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居住距离较远的藏撒成员间交“许乎”的现象则较少。从藏族方面讲，文都乡、尕楞乡、岗察

乡藏族的“许乎”一般分布在今街子镇、查汗都斯乡的各村落，即撒拉族传统的“上四工”1行

政区域范围。而道帏乡、赛强藏族的“许乎”一般在今白庄镇、清水乡的各村落，即传统的“下

四工”范围。 

 
四、“许乎”、“达尼希”之间的交往状况 

 

藏族与撒拉族“许乎”、“达尼希”之间的交往，主要局限于商业交往的范畴，而且是涉及

到生存资料的交换和交流，从交换形式上看，主要通过“以物易物”方式交换各自拥有的农牧产

品。由此可见，当时的商业活动主要还是用来解决基本生活上的困难，这与现今的追求盈利为目

的，并以市场为主要媒介，通过资本、管理运作的商业活动有着很大的不同。由于当时人们生活

条件、公共交通设施、服务业等社会系统的条件所限，撒拉族与藏族成员之间展开的商业交往，

处于一个低层次的阶段。正因为是一个低层次的商业交往，交往设施和手段的低级性，反而对两

族成员之间族际交往的深入开展具有更强的“亲和性”。根据当时情境细而言之，撒拉族成员来

藏地用他们的农业产品（尤其是园艺业产品蔬菜、水果等）换取藏族的农牧产品时（粮食、燃料、

畜产品），通过人力、蓄力运来他们的产品并与藏族交易，此交易过程又不是一个快速能够结束

的，一般而言至少需要几天甚至更长的时间（如到离撒拉地区最远的岗察牧区交易），在这个过

程当中，必须要在一个或者几个“许乎”家停留、借住、用餐，并在许乎们的帮助下出售自己的

东西。这从客观上更加拉近了互相的距离、延长了面对面交往的时间。反过来说，藏族成员到街

子、白庄镇等小集市售卖燃料、畜产品时，途中同样需要依赖撒拉族许乎提供的各种帮助和服务。 

来自于生活的压力是长期的，到各自的地方进行商业交易同样是长期的，因而“许乎”之

间长时间的、高频率的、不断重复的交往亦是常态的，久而久之，在传统富有“人情”的整体社

会气氛下，二者培育出了互相之间特殊的信任和互相帮助的氛围，笔者第 51 号受访者（72 岁，

尕楞藏族，农民）讲，他小时候，到秋季撒拉地区的杏子成熟后，他家的撒拉“奥西们”（查汗

都斯乡的）就会把杏子、蔬菜等驮到毛驴上，徒步来到尕楞藏族地区出售这些东西，到时这些“奥

西们”首先将会到他们家来，于是他母亲要帮助“奥西们”挨家挨户地卖这些东西，卖完以后还

要送他们上路。后来他母亲去世后，他本人就一直这样帮助“奥西们”做买卖。又如撒拉族学者

马成俊在回忆当时其爷爷在道帏藏族地区做生意的情景时讲到： 

笔者清楚地记得，在 20 世纪 70 年代，爷爷经常去道帏乡宁巴村和多索村的“许乎”

家里，走的时候在骡子上捎去家里产的很多杏子、蔬菜等果蔬品，几天后回来时捎来很多粮

食或背篼等生产生活用具，以接济家用。那个时候的贸易活动，仍然带有以物易物的性质。

他经常说，交换物品的时候一直住在“许乎”家里，对方不要任何报酬，只赠送一点果蔬品

即可。甚至有的时候，如果带去的东西不能马上交换，索性就放在“许乎”家里，由“许乎”

代为交换或销售，等到全部交换或销售完了，再去，或者是由“许乎”专门带过来。这种“许

乎”之间经济交往上完全的信任，恐怕也是两个不同民族家庭之间建立世代交往关系的基础。

（马成俊，2012：202） 

随着经济交往的深入进行和双方长年累月甚至几代人家庭关系的发展以及日常生活交集的

增多，藏族和撒拉族有些“许乎”之间的交往不仅包含商业性的内容，还衍生至其他非经济性方

面，“许乎”之间一起过宗教节日，或双方遇有婚丧嫁娶时相互邀请、慰问、送礼等的活动，也

是常有的现象。关于这方面，笔者第 15 号受访者（70 岁，撒拉族，农商兼营）讲： 

                                                        
1  这里的“工”是传统撒拉地区地方行政建置，“‘工’相当于‘乡’的行政区划，每工之下领属若干村庄。工和

村，是居住的自然单位，也是封建社会时期县以下的基层行政单位”（芈一之，2004:55）。“上四工”为街子工、

查加工、苏只工、查汗都斯工；“下四工”为清水工、张尕工、夕昌工、孟达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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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岗察这些地方做买卖呗。比如，岗察的奥西家儿子娶新娘的话，将会邀请我们呗，当

时只有毛驴和骡子，我骑着毛驴、骡子去参与他家的婚礼的。 

另一位撒拉受访老人（第 17 号，72 岁，农商兼营）的交往故事更有趣，他回忆： 

应该是有的（爷爷时的藏族‘许乎’），但不记得了。我爸还带我到那些奥西家，当时我

还小，记得有一次爸爸带我到‘曲加贡麻’（文都中库沟一村）一户家，当时正值你们的元

月祈愿大法会期间，在他们家待一天了。我记得当时他家给了我们一只羊，让我们回去再宰，

还有做了很多吃的，做得特别好，就这样吃吃喝喝待了一天。后一天，他们家要供奉文都大

寺，我们也跟着他家人到文都寺里又待了一天。……其他的怎么可能被邀请呢？只邀请奥西

的。当时他们家的话，在阿夏这边除了我家以外还有另外一户奥西，也是我家的亲戚，当天

那个人带了他的儿子，爸爸带的我然后一起去他们家的。 

清水乡阿玛岔的一位藏族受访老人（第 60 号受访者，65 岁，农民）回忆说： 

从马步芳时代开始我们和清水在同一个乡内，每当我们有婚丧嫁娶时，我们互相送礼、

慰问、帮助。我家在清水有个撒拉奥西，他家是我家五代人传下来的奥西，互相之间的交往

有五代人的时间了。我家人要过黄河，当时没有现在这么便利的交通嘛，当他们在黄河对面

看到我家人到河边，他们像自家人一样划木筏来接我们，我们关系特别好。他家有婚丧嫁娶

时，我是必须要去慰问和参与的，反过来也是一样。……当然有啊（其他奥西），太多了，

数不完的，随便吃吃喝喝呗。前面的那个奥西家，就是自家一样，人不用说了，连我的‘毛

驴都就能认出他家来’。到了他家，我就把我的物品随便放，不用管了，就像到家了一样呗，

他家人来这里也是一样的。……你想想。整个一生跟撒拉们住在一起，有的是撒拉奥西啊！ 

除了上述的个体（许乎）之间存在私人化的重要生活事件、礼仪活动及宗教文化节日共享的

现象以外，基于“许乎”关系的集体之间的文化习俗共享、娱乐活动也不乏于传统时代循化藏族

与撒拉族社区，这些现象与今天的循化族际交往状况形成鲜明的对比。文都乡中库沟牙训村一名

受访老人就孟达山撒拉村（民间称‘三庞拉卡’）与邻近藏族村落的集体交往回忆时讲： 

以前，互相之间很有来往，而且互相的关系特别好。拿三庞作为例子的话，在他们的‘格

尔邦节’三天里，他们会邀请我们整个牙训村人去上面吃饭，我们去时，有特为我们准备的

就坐位置。在我们的元月祈愿法会期间，我们需要邀请他们，把他们叫过来一起吃饭。他们

来的话，也有专为他们安排的坐席位置，然后一起唱藏族民歌，整夜地唱，并且他们唱藏歌

比藏族还藏族。那一晚上，当东家的那家要好好招待他们，完了以后呢，需要分给他们油炸

馍馍的份儿。……现在的年轻们都不知道还有这样的事情呢，需要说明一下，不仅仅是我们

牙训一村啊，整个中库沟都去三庞过格尔邦节啊！以前，他们穿我们的狐狸皮帽子、山羊皮

藏袍、藏靴，而且跟我们一样系腰带，系法也跟我们的完全一样，他们经常这样穿，尤其到

这里过节时这样装扮。还有，三庞的撒拉，在元月份将会到文都寺参加整个文都范围内的赛

马比赛。 

这一颇有地方文化特色的传统藏族与撒拉族微型社区的集体性交往，笔者访谈孟达山村一位

撒拉老人（第 64 号受访者，70 岁，农商兼营）时也被提到了，他讲： 

当时关系特别好，我给你说啊，以前的人没有太多的想法，一起过藏族元月祈愿法会，

还给我们油炸馍馍的份儿，特别开心啊！过我们古尔邦节的时候，藏族们到我村一起过节。

这样呗，以前特别的团结。我们三庞的有些人唱起藏族民歌来非常的地道，撒拉们都穿狐狸

帽、羊皮袄，皮鞋等等。 

藏族与撒拉族有些“许乎”之间，当对方面临特殊困难时互相关怀、帮助的事宜（无经济利

益）和从中折射出来的“深情厚谊”，令今人非常之感动，亦是“许乎”之间交往的特殊性之重

要一面。这种“情谊”是在互相之间的长期交往和特殊经历中培养出来的。下面我们将通过几个

典型个案来了解此类交往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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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案 1：我家的奥西是查加“奥迪坎”（今街子镇塘坊村）的，是我爸健在时结的奥西，

现在已经分成三家了。……虽然很多撒拉奥西不怎么靠谱，但是有些还挺可靠的，比如我的

那个奥迪坎奥西。就在 58 年那时，人们紧缺食物快要饿死的时候，当时 1 斤面粉值 8 块钱，

他曾有三趟把面粉驮到尕驴上送到我们家，并且你也清楚的，那时候公家是不让你送这些东

西的，他是偷着公家的阻止在晚上不易被人发现的情况下送过来的。（第 12 号受访者，66

岁，岗察藏族，牧民） 

个案 2：街子的那个奥西跟我是这么认识的，当时他是街子乡一个生产队队长，他把他

们队十几头耕牛委托给我，让我来放，然后互相之间有交往就认识了。后来他这个人不像其

他撒拉那样（不靠谱），做人非常真挚、靠得住，而且在他们那儿很有威望，于是我们之间

的交际越来越多了。他这个人有两次去了阿拉伯，后一次回来后，他就生病了，据他儿子们

说患的是个重病，我去看望了他很多次，我最后一次去的时间是他去世前 20 天。那次，我

去看他时他的气色已经不对劲了，然后我对他讲我很快会去看望他，但是 20 天后我再去的

时候，他已经走了！我慰问他家后准备回来的时候，他二儿子叫我等会儿，要我等他大哥再

走，说爸好像给他哥说了点什么。他哥回来后，跟我说爸走的时候，给他留了个遗言：‘×

×老爷的生活很有困难，那么大年纪来来回回很不容易，你们在生活上要帮助他。”说完后，

他给我 500 块钱用我生活费用，我怎么拒收也没有办法，最后我只能拿了，然后他第一个儿

子开车送我上来的。（第 14 号受访者，83 岁，藏族，农民） 

个案 3：在加仓，我有几个奥西。当年我的孩子们还很小，父母年老，加上我妻子过世，

于是我就请藏族奥西们来帮我家收割、除草、浇水、翻土。当时藏族奥西的阿姨们来我家帮

忙，看到我家孩子们如此年少却干苦活重活，她们都情不自禁地表示怜悯和同情，藏族是很

有慈悲之心的啊！我经常这样讲。所以我每年都要去看望他们一下。（第 49 号受访者，69

岁，撒拉族，农民） 

社会学对于群体类型的划分，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初级群体”（Primary Secondary 

group）和“次级群体”（Secondary group），这两个概念是相互对应的，最初由美国社会学家查尔

斯·霍顿·库利提出（Charles Horton Cooley, 1900）。“‘初级群体’是这样一类组织，其成员的

相互接触是个体之间的，是非正式或‘民间’的，是比较亲密而且通常是面对面的，这种关系牵

涉到个人人格的所有方面，而不仅是人格的某些方面。在‘次级群体’中人们的相互关系通常是

非个人的、正式的或偶然的、不亲密的，而且是局部性的，在某些场合中的接触是面对面的，在

另一些场合则不是”（戈登，2015:28）。以这两个重要概念的涵盖面之对比来看，根据传统藏族

与撒拉族成员之间的“许乎”、“达尼希”关系，以及二者交往的具体状况和特征，基本上可言属

于“初级群体”的关系范畴，因为这种交往是个体间的、非正式的和、民间的，且因特殊需要关

系也比较亲密，关系传承方式更是特殊和人格化的，然而，由于承载两族核心价值观的宗教文化

之不同，互相之间难以产生如婚姻、文化等深层次的实质性交往（旦正才旦，2015：81-83），因

此参与交往的个体投入的人格是部分性的，难以涉及其所有方面。需要指出的是，“许乎”关系

因时因地、因具体群体的交往差异而其关系密度、交往程度都不同，呈现动态之变化，因此，它

是一个具有“软性”的“初级群体”，或者说是个变化中的“初级群体”，与一般讨论的“初级群

体”有一定差异。如果，我们把纯粹的“初级群体”与“次级群体”作为群体分类的两端，而两

端之间的过程看成一个“连续统”（Continuum），那么，“许乎”关系更像是处在这条“连续统”

的过渡地带或者模糊地带，二者的交往有时属于“初级群体”关系范畴之内，有时处于“次级群

体”关系之内，或者，部分性地属于“初级群体”关系范畴，部分性地处于“次级群体”关系范

畴之内。 

 

五、“许乎”、“达尼希”关系的断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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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进入了前所未有的转型时期，社会结构转型，成为一种不可逆转

的推动力量（李培林，1992），改变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人际关系结构是其中的一个重要

方面。由整个中国社会（尤其乡村社会）的情况来看，随着现代化、工业化、市场化、信息化等

现代性因素的不断渗入，人际关系越来越表现为短暂性和瞬时性，人与物、人与地点、人与人、

人与组织、人与信息的关系，都日益朝着短暂性的方向发展（宋林飞，1997）。这一变化，有学

者从另一角度总结为“情感型人际关系结构向理性型人际关系结构的转化”（周建国，2002）。乡

村人际关系（包括族际关系在内）结构中，我们更加能够看到由于社会转型而产生的这种“变迁”

之内涵。根据来自于不同社区、不同生产类型地区、不同民族群体成员的口述，可以发现传统经

济时代藏族与撒拉族成员之间广泛形成、拓展的人际关系网络——“许乎”、“达尼希”关系，在

社会转型时期已经发生了稀疏化乃至于“断裂”的变化： 

① 过去因为商业的关系，几乎每家每户都有撒拉奥西，有些户有好几个奥西的。 

当时互相要交换生活用品，他们来这里做买卖、借住，回去后又准备那些商品，这样互

相慢慢成为奥西的嘛。在这个过程中，如果他比较重感情，你们长久能够保持奥西关系，不

然，今年奥西，明年就是陌生人呗。……现在互相结奥西的应该是变少了，现在做生意（牛

羊买卖）的有奥西，不做生意的没有奥西。此外，现在也不用到人家的门前买粮食，买蔬菜，

也不用给他们叫“阿爸许乎”，只要自己交通方便，直接在市场上可买到的呗，他们也不用

来卖果子、卖大蒜了。因此，互相之间的关系逐渐断开了呗。（第 9 号受访者，66 岁，岗察

藏族，牧民） 

② 我家有两个，现在断了奥西关系了，他们那边的前人们过世了，我们这边的前人

也过世了，我自己就不去了。……就是自然而然地断了关系，他们不需要牧民，我们也不需

要他们，如果我去县城或附近的地方，那就住在宾馆里面，来回坐汽车就没必要去撒拉家啊。

（第 24 号受访者，77 岁，岗察藏族，牧民） 

③主要是没有需要了呗，也不用以前那样做买卖了，自己需要的东西在自己的地方可获

得的。在过去的话，他们需要干柴、干草、牛羊粪等燃料，而现在有了电能后就不需要这些

了呗。以前他们来家里吃我们的东西时会问是否清真，我们确定清真后他们也会吃的，而现

在来的话，既不吃馍馍又不喝茶，将会跟你说吃饱了。再没有什么事情的话，没必要来这里

啊，所以奥西的关系在断着，跟牧民的奥西关系也是一样的。现在，所有的生活用品被‘公

家’提供呗，直接用钱买就好了。奥西们也不拜访互相的家，都变成这个样子了。（第 14 号

受访者，83 岁，文都中库沟藏族，农民） 

④现在，这种奥西的结交几乎断了。……不是因为互相之间有矛盾、冲突而断交，而是

因为人们的生活条件越来越变好后，互相的交往就变少了。现在没有互相来往的必要呗，不

要为了粮食、借钱而找奥西，这样，逐渐地很多人之间不交奥西了。而我自己，还是跟奥西

有交往的，我家本来有两个奥西，其中的一个还是跟我家有交往的，有事的话，他会上来的，

不然不怎么来了。（第 51 号受访者，72 岁，尕楞藏族，农民） 

⑤现在不怎么交往了，商人之间可能有些交往，但是个人之间的交易基本上不存在了。

虽然牛羊买卖方面可能需要交往，但是个人与个人之间的交易不需要了呗，人家买牛羊也就

来一个大商人一次性收购就行呗，其他东西的情况也是一样的，因而奥西之间的交往关系就

荡然无存了。你也不需要来我这里，我也不需要到你那儿，两者都可在市场里能够得到所需

要的东西呗。在过去，你不来的话，阿玛岔的东西找不到去处，你们不来阿玛岔的话，也找

不到所需的东西呗。你来了，我也给你便宜点，很多时候赊账给你的呗，这样彼此之间有密

切的关系呗。现在，你我都去市场里，从市场获取所需的物品，因此互相的关系就自然而然

断了。（第 60号受访者，65岁，藏族，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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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现在，我们要木材、燃料、肉类就去街子镇而不去上面的藏地，你们也需要买蔬菜什

么的话直接去街子，不会来这里的，所以互相的来往很少啊。以前，有事到奥西家喝茶、吃

酥油啥的。他们下来也是一样的。现在大家都变富裕了，变富后，上面的不下来，下面的不

上去呗。大家都忙着挣钱，为此奔跑呗，在你们的地方不能挣钱，我们的地方也不能挣钱，

那就大家都出去打工、开车挣钱呗。现在我们建房子，你们藏人来下面（撒拉地区）当小工

的很多很多。（第 18 号受访者，73 岁，撒拉族，农民） 

鉴于上面的藏族、撒拉族，农区、牧区各受访者的口述，以及笔者亲身的观察和体会，除

了个别人之间的关系之外，1曾经的藏撒成员之间的“许乎”、“达尼希”关系网络基本上已断裂。

对于“许乎”关系的断裂，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原因中得到解释：  

首先，前文所述的“许乎”、“达尼希”关系网络产生的社会条件——经济生活的“互相需要”

和公共基础设施（交通运输）、社会服务等的缺乏发生了变化，即由于互相在经济生活上能够独

立，不再需要从对方直接获取生活资料来添补自己生存资源之空缺。而且，最关键的是，随着人

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商品购买力的增强，人们获取生活资料的渠道发生了转移——从原来的具体

的人与人之间或家庭与家庭关系转变为现在的一个特定的、专业化的“市场”，只要个体具有足

够的购买力，所有东西不经任何人或家庭而直接从市场可以获得。这样，人们之间的商业交易成

本大大降低，交易变得更加快捷、方便，因此原有的通过“许乎”、“达尼希”面对面进行交易、

交往的途径显得不再需要；交通运输条件的改善，是另一个重要影响因素，2由于交通运输条件

的改善和社会服务设施的逐步完善，人们进行交易或办理日常事务时，不需要靠以往的人力和蓄

力，而是靠现代的交通和运输工具，这样也不会产生像过去一样在中途停留、休息、借宿、吃饭，

使大大减少了“时间”和“空间”对人们活动的限制力度，也削弱了互相交往交流的可能性。即

使这些因素有时影响了人们的活动，人们也不会通过“许乎”的关系，而是依靠“公共服务设施”

（如宾馆、旅馆、饭馆等）来解决这些问题，如一牧民受访者所讲的，“来回坐汽车，去县城附

近住宾馆就没必要去撒拉‘许乎’家”一样。所以，如下图所示的，过去由于生活需要的基础上，  

          

图 1 “许乎”、“达尼希”交往变迁的机制 

由当时市场特征、公共基础设施、社会服务业等条件十分有限甚至缺失导致的，藏族与撒拉族成

员之间“共同在场”（Co-presense）的面对面交往，不可避免地变成各自经济得到独立的情况下，

公共基础设施、社会服务业条件相对发达，中间被“专业化市场”隔离式交往。这对“许乎”关

系的断裂给予了机制上的支撑。 

                                                        
1 比如从事牛羊生意的撒拉商人、屠夫与岗察牧民、农区农牧兼营的户之间的关系。 
2 特别有意思的是，个别社区成员没有较好的交通工具或不具备利用现代工具的条件下，他们至今仍与对方有传

统式的交往和互动，如第 46 号受访者（67 岁，藏族，农民）讲：“我呢，不能骑摩托车，所以只能走路，你

要走路的话，跟他们的交往比较多，早上从这里出发，可以在他们那里吃早饭，下午从白庄镇买些东西回家，

坐出租车在科哇下车，奥西们叫我到他们家吃饭，撒拉们对我是特别好的，没有什么说的。”这里，我们能够

非常清楚地看到，交通运输条件对藏撒“许乎”关系变迁原因的解释力有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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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些因素也必须引起关注，随着市场化的深入发展和社会流动的机会迅速增加，人们的

流动空间得到大大扩展，其活动空间不再是曾经狭小的循化地区，而是更广阔的包括其他地区、

整个全国乃至于国外在内的地理空间，因此很多社区成员自然就不参与本土的互相交往和互动范

围之内。这一变化趋势，从撒拉族成员、年轻一代两族成员角度讲更为显著；还有，代际更替以

及双方年轻一代人的职业取向之差异，1使过去一代之间保持着的“许乎”关系未能被下一代所

继承并发展；最后，宗教文化因素也不可忽视，宗教因素通过带动人们的宗教意识，影响了传统

“许乎”关系之断裂，2正如撒拉族学者马成俊所讲：国家落实了宗教政策，开放了寺院，人们

的宗教意识重新被唤起，致使信仰不同的宗教信徒之间的交往减少（马成俊，2012: 202）。 

综上所述，虽然传统藏撒族际交往中的人际关系网络——“许乎”、“达尼希”关系的某些

特征非常微弱地仍保留在今天的部分社区或个别人群之中，但是由于其维持的重要社会条件和关

键机制发生了变迁，使得其传统那种大规模的、高密度的、传代式继承的、遍布于整个社区的特

征以及相关的“族际交往文化和生态” （如分享宗教节日和风俗、互相帮助、交往中含有情谊

等等）都难免发生了“瓦解”和“断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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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藏族成员大部分出去打工，基本上在建筑工地从事低级的体力劳动，或者出去挖虫草，而撒拉族成员更多的参

与服务业（饮食业），从事拉面经济，这从客观上将导致二者在工作场域中的隔离。 
2 宗教文化的新发展对“许乎”关系断裂的影响方面，笔者第 60 号受访者（65 岁，农民）讲：“昨天我们村的一

个老人和我在这里聊过天，他曾经有一个关系很好的撒拉奥西，老人说道，前几年那个奥西从未来过他家，并

且他去对面的撒拉庄子找过那个奥西，那个奥西都不搭理他。我问他：为何不理你呢？他回答：谁知道啊，撒

拉们条件好了以后，有个教派倡导不能吃藏族的饭，也不能跟藏族说话交流，阿訇们经常强调这些东西。我给

你讲啊，他们也是像我和我那个奥西一样也是几代传来的奥西。老人还讲，以前有一次他去清水的时候，那个

撒拉奥西正好送其女儿出嫁，于是撒拉奥西请他去当舅舅，他也跟着去当舅舅了。哈哈！……你看，互相的关

系都发展到这个层次上了。……现在呢，彼此之间，怎么说呢，比较介意，主要在宗教信仰上的介意变多了。

我在清水有个真兄弟般的撒拉奥西，几年前，他住院做手术，我去看望他几次了，后来他从来没有来过这里，

根据他的态度，我能看出确实发生变化了。人嘛，生活上比较宽裕后，更加信仰宗教，从而更能顺从阿訇的讲

经，比如不能跟藏族有交往、说话，吃藏族的饭，要是这样怎么样怎么样等等。……听说阿訇们就这样讲着，

那个老人（受访者村人）跟我这么说过，然后我跟他说：你应该这么跟你的奥西讲，那你们的祖父、父亲们已

经下地狱了吧，他们怎么办？难道他们不是纯正的穆斯林？因为他们一直跟藏族交往、跟藏族一起吃饭，甚至

一起睡在同一床上长大的，那他们怎么办？所以我说，生存上没有困难了，就去信宗教。但当生活上过不去时，

他们就不能不依靠藏族。”此外，笔者第 21 号、27 号、37 号、58 号、61 号等受访者均结合自己经验提出了相

关的问题，囿于篇幅所限，在此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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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rdon, Milton M., 1964, Assimilation in American Lif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对  谈】 

 从河西走廊看“多元互构”1
 

 

施展、王剑利2 

 

一、河西地理与古代中国秩序 

     

王剑利：我来自中国的最西北边陲，那里横亘着高大的天山。农民和牧民就在山脚和山腰守

望、共生，他们能深刻地理解对方。从天山一路向东，进入河西走廊。这条狭长的绿洲连缀地带，

犬牙交错地嵌入到四个区域板块中，它夹处在青藏高原北缘的祁连山脉与蒙古高原南缘隆起的走

廊北山之间，从西域向东延伸到黄土高原。游牧和农耕的族群从不同的山川孔道进入河西走廊，

往来穿梭，他们既共生于此，亦彼此互相理解。这是河西走廊的历史和地缘使然。在河西走廊，

我很自然地就对农牧共生、民族交融的社会生活有种文化直觉主义的熟悉感。因此，带着对这方

土地的亲近与敬畏，我试着对它达成一种“移情式理解”。 

    施展：我再尝试从政治学角度来讨论。 

    我们在上一篇笔谈中进行过东西方对比。对西方世界来说，其政治秩序的核心问题是统治正

当性的问题；而对东亚大陆包含中原、北部草原、西域绿洲、青藏高原等多个亚区域的这个体系

来说，历史上其政治秩序的核心问题是这些亚区域之间，尤其是作为秩序主轴的农耕与游牧两大

区域之间，如何找到一种秩序安排，以便实现持久和平的问题。 

    持久和平的关键之一，就是要有能够衔接起各个亚区域的过渡地带，或者说走廊地带。在政

治空间秩序的意义上，走廊地带才是定义中国的基础所在，它们使得作为体系的中国，真正连接

为一体。河西走廊是唯一的一个同时连接中原、北部草原、西域绿洲与青藏高原各个方向的过渡

地带，从这个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河西走廊才定义着中国。 

    我在《枢纽：3000 年的中国》一书中详细讨论了农耕与游牧的共生关系。这两种生产方式

之分，首先是基于气候差异带来的自然资源约束。这种气候差异在中国的东部和西部有着不同基

础。东部地区的气候差异主要是基于纬度差异，西部地区的气候差异则主要是基于大山所形成的

海拔差异。这带来的结果就是，东部地区的农耕族群与游牧族群的主体彼此分离，少有空间上的

交错，农牧两个群体不大容易相互理解；而西部的这两个群体，就如同你的生活体验一般，在山

脚和山腰日日相望，相互就能较好地理解。所以在东部的游牧者入主中原之际，却经常需要西部

的人来帮助进行治理，因为西部的人能够同时理解农牧两个族群的秩序逻辑，成为大一统王朝的

重要粘合者。 

    王剑利：当我们策划《从走廊发现中国》这个专题时，注意到了你在《枢纽》一书中对“何

谓中国”的思考，书中展开了从过渡地带讲述“多元互构”的体系史的思路；我们同时也有幸与

数十位来自不同学科领域、关注不同走廊地带的学者探讨走廊地带对于理解中国和中华民族共同

                                                        
1 本文为《中国民族报》2018 年 3 月 2 日第 7 版《从走廊发现中国：河西走廊篇之一》。 
2 施展，外交学院世界政治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王剑利，《中国民族报》理论周

刊责任编辑，人类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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